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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台灣電影進入 2008 年，由於《海角七號》賣出五億票房，繼台灣新電影時

代開拓出一條台灣電影新銳備出的一年，由此台灣「後－新電影」一詞正式成立。

從這年開始，台灣電影紛紛出現以民俗文化作為電影敘述主軸的電影，民俗文化

作為一種電影符碼，影像中出現大量的鄉土形象，生產出地方性，即是台灣「後

－新電影」的特色。而本文必須要追問的是，不以直陳式的型態表達影像的運動，

對於「後－新電影」而言另一種形式的語彙的轉化過程，2008 年以降的電影作

品，生產出哪些鄉土／土地影像？學術討論上，由 2009 年 10 月中央研究院中國

文哲研究所所舉辦的「美學與庶民：2008 台灣「後－新電影」（Post Taiwan New 

Cinema）現象」研討會， 正式將「後－新電影」納入學術生產的電影討論。大

抵上該次研討會所發表的十一篇論文主要以《海角七號》作為「後－新電影」的

起始點，討論此片對於台灣歷史的反省與從大眾文化角度出發，觀察該片蘊藏的

庶民文化與台灣新電影呈現出的庶民有何不同。此外，《囧男孩》與張作驥的電

影美學形式也在此會議中納入討論，從此可觀察出，台灣「後－新電影」的庶民

文化成為電影敘述或美學形式上很大的特質。此外，既然 2008 年之後的電影稱

為「後－新電影」，顯然它與台灣新電影的脈絡有著不可脫離的密切關係。孫松

榮認為在電影美學的部分，「後－新電影」絕非僅是指涉《海角七號》為代表高

票房的電影做為台灣電影復興之年，反倒是「一種和 1980 年代以降的台灣『電

影現代性』有著承接、疊合及秘密共謀的網絡意涵」。 更有趣的是，他認為「後

－新電影」不再能只是以直敘的形態現身於影像中，必須透過另一種形式取代原

有的表達語彙。 

 

  其次，回溯台灣電影的脈絡，台灣新電影時期的導演與編劇，其文學作品大

抵傾向鄉土寫實、自傳經驗為多，對新電影內容風格影響很大。 1982 年由陶德

辰、楊德昌、柯一正與張毅四位年輕的導演共同拍攝《光陰的故事》，由於日後

這些導演皆成為新電影的重要成員，又該片以自然寫實的風格與文學表現的特質，

象徵著新電影的內容與風格。當時新電影時期，許多文學家參與電影創作，之後

由《兒子的大玩偶》確立了新電影一詞的存在。學者葉蓁認為台灣新電影嫁接鄉

土文學的農村傳統內容，並且侯孝賢電影作品為指標性的代表，使得新電影在某

種程度上轉向「鄉土文學電影」。而台灣電影中對於「鄉土／返鄉」的議題，一

直到今日的「後－新電影」的內容也從未消失，但是，延續著本文第一個提出的



問題，兩者之間既然有承接、疊合的網絡關係，那麼「後－新電影」中的鄉土議

題在歷經台灣社會二十年的變化過程，面對著全球文化的影響之下，對於 2008

年之後的台灣電影，在展演鄉土的議題時，是藉由何種影像的語言處理鄉土？ 

 

  台灣電影的發展與國家的文化政策有著密切的關聯，伴隨著全球文化發展的

進程，特別是在全球文化中，地方性開展出自身的生產模式。從 2009 年政府針

對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第二階段的轉型計畫，提出「創意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

方案行動計畫」（2009－2013 年），內容強調「落實與開拓地方美學價值的傳統工

藝技術計畫；以及透過舉辦地方節慶或文化藝術展演活動，活絡地方經濟與地方

產業升級的活動產業計畫」。 其中，台灣電影的發展過程，長久以來主要是靠著

政府提供輔導金的支持，才有足夠的資金拍攝電影。因此，編寫劇本的過程中，

為得獲取資金來源，電影內容必須貼近文化政策下所要求的方向。台灣文創產業

的題旨，一再強調的「地方」、「傳統文化」逐漸使得台灣電影密集的發展出這類

型的作品。這些電影作品與國家文化政策相互協商的過程中，如何透過地方生產

出台灣「後－新電影」帶有民俗文化與地方特質的鄉土性？ 

 

  因此，本文所要探討的電影文本，包括《流浪神狗人》（2008）、《一席之地》

（2009）、《生命無限公司》（2009）、《父後七日》（2010）、《電哪吒》（2011）、《龍

飛鳳舞》（2012）、《陣頭》（2012）等七部「後－新電影」。這些電影皆以台灣「民

俗文化」作為電影敘述的主軸，民俗文化做為電影的符碼（code）時，透過影像

與聲音的流動，使得民俗文化與地方性生產具有重要的互助模式。兩者在全球文

化語境下，生產出鄉土性。本文所要探討「後－新電影」透過政府文化政策的補

助，生產出屬於台灣鄉土性的特色電影。再者，以上所討論的文本與政府推行的

文化創意產業的訴求，從 2008 年至 2012 年之間民俗文化與地方性的特質即可包

含至鄉土性的範疇。此外，本文所討論的「鄉土性」，主要是坐落在電影生產與

國家文化政策相互影響下，透過民俗文化與地方性的影像重疊，使得新電影時期

的具體鄉土，轉變成抽象的鄉土性概念，也就是透過想像去進行的鄉土性重塑。

而在本文所要討論台灣「後－新電影」的文本中，即是民俗文化與地方性生產的

雙方面結合，當兩者不斷的出現在電影影像的敘述中，最後涵蓋的抽象概念會生

產出電影中的「鄉土性」。這也是為何本文的主題以民俗文化、地方性生產以及

鄉土性作為討論核心的意義本文的目的將台灣新電影的「鄉土性」議題置入「後

－新電影」的討論中，透過 2008 年到 2012 年台灣電影所呈現的「民俗文化」，

觀察出台灣電影從具體的鄉土影像轉變化成以民俗文化做為電影符碼的生產過

程。不僅是配合文化政策上的轉變，更是台灣電影在美學形式與電影敘事，受到

全球文化的影響而生產出另一條台灣電影發展的模式。最後，藉由討論的電影文

本，觀察台灣電影如何在全球文化的生產脈絡中，透過民俗文化作為地方性生產

的中介者，發展出別於台灣新電影時期的鄉土性電影。 

 



  透過愛德華˙希爾斯（Edward Shils）於《論傳統》一書認為，傳統性必定與

一種特定的社會和文化聯繫起來，而這種傳統的生產過程具有目的與行動力。當

傳統文化轉變成民俗文化的面貌時，當台灣「後－新電影」大量的運用民俗文化

製造人們對時舊日時光的依戀與懷念時，對於劇中角色、觀眾、導演而言，民俗

文化攜帶而來的鄉土影像與地方情感皆具有某種歸屬感，如同愛德華所言，「過

去是一個避難所」，身處在現代社會的人們，緬懷或者依戀鄉土，同時也選擇躲

進鄉土的想像中。再者，通過電影符碼（code）具有的象徵意涵，轉化了民俗文

化的具體功能。Robert 等人認為，符碼原指一體系的差異和類似在經歷連串訊息

的試煉後，仍保持原意不變，通常取其做單元間合縱連橫的任何系統化的處方慣

例。 他們指出電影符碼作為指涉物，具高度的相似特質，而建構符碼的特質，

須要通過特定的文化訓練，使得我們得以選擇符碼再現後適當的特徵。通過電影

符碼代表的文化選擇意涵，我們得以觀察民俗文化在電影中成為一種文化符碼，

透過符碼流動於地方或土地之間，攜帶出大量的鄉土性意象。 
 
  本文討論對象中，地方與民俗文化之間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凱西（Edward 
Casey）以「地方記憶」討論地方的重要性。他主張地方乃是經驗不懈堅持的容

器，強力造就地方令人難以忘懷的本性。重要的是，記憶會自動與地方發生聯繫，

在地方裡找到有利記憶活動，並足以與記憶搭配的特質。而且，地方的功能涉及

「概念或象徵性外型的形構」 也就是說，地方建構須要有利的記憶作為某種活

動，當電影中的民俗文化轉化能夠引發觀眾記憶時，自然鄉土的意象就能通過民

俗文化的電影符碼，產生鄉土的概念。由地方或場所建立起的感覺結構，對瑞夫

而言稱之為「鄉愁」（nostalgia），不過這一詞也有人稱之「懷舊」（nostalgia），

懷舊在希臘字根中可分為「nostos」指回歸到自己的家鄉；「algia」則表一種引起

痛苦的狀態。而全面的涵義可分成兩個面向，一為處於想家 （思鄉）的狀態，

二為一種留戀或極具情感上的渴望，想返回過去或者是過去的某段時光，甚至是

不能恢復的狀態，希望在一次體驗真實或想像的舊時樂事。 在此處，筆者所要

強調的是，當感情結構與家的概念結合在一起時，通過電影中出現的場景，大量

的將民俗文化與家的概念坐落於鄉村景色中，無疑地使鄉土性的概念湧現而出。

因此，對於本文所要發展的討論而言，當地方轉化成地方性時，它所蘊含的延伸

意義，與鄉土性所蘊含的感覺結構的地方感，極為類似。將此概念擴大為本文透

過民俗文化，探討台灣「後－新電影」中生產出鄉土性的多種面向。並且更帶來

全球化與地方化兩者權力的重新定義，模糊兩者間的疆界，此外，東亞電影的生

產模式使得台灣後－新電影營造出屬於自我的在地文化特色與歷史痕跡，其重要

之概念便為本文核心的探討方法。 
 
二．論文架構 
第一章為緒論，第一節介紹研究動機與目的，其中將以本文的問題意識一併提出，

第二節為文獻回顧與探討，在此分為三個部分進行討論，分別是 1980 年以降台



灣新電影中的鄉土脈絡、2008 年台灣「後－新電影」一詞的確立與風格、文化

創意產業與電影輔導金的影響以及全球文化下生產鄉土性的可能等四個部份，第

三節研究方法及步驟，分為兩個部分，其一民俗文化作為一種電影符碼，討論電

影文本如何透過影像轉化此符碼的意義，其二，電影文本中的地方，產生出地方

感的感覺結構，引發電影透過民俗文化轉化鄉愁的象徵，展現出鄉土性的意義。 
 
  第二章〈鄉土的「路徑」與民俗聯繫－論《流浪神狗人》與《一席之地》呈

現的價值觀〉著眼於邱貴芬所討論「根」與「路徑」對於台灣文化流通的重要性，

作為看待《流浪神狗人》（2008）與《一席之地》（2009）中民俗文化與地方性所

展演的鄉土性。本章以2008年作為討論的分界點，將透過《流浪神狗人》（2008） 、

《一席之地》（2009） 兩部電影文本，討論影像所出現的民俗文化符碼與地方之

間所生產出的「鄉土性」。聞天祥曾談及 2008 年是台灣電影新銳輩出的一年，首

先就以《流浪神狗人》作為該年電影發展的開端，並且點明導演陳芯宜膽識十足

的敘事能力，渲染出類似《衝擊效應》、《火線交錯》、《天堂邊緣》的架構，卻又

「台」味十足。 此處值得留意的是，聞天祥特意將「台味」形容《流浪神狗人》

的電影特色，令人玩味的在於該片「台」在哪裡？對誰的「味」？從該片的電影

敘事即可發現，民俗文化或者別於都市的地方，具有推動電影發展的驅動力，若

以《海角七號》後才稱為「後－新電影」，則無法透過 2008 年作為一個台灣電發

展的重要轉捩點進行觀察台灣後－新電影鄉土性的特質。另外，從新電影到後－

新電影之間的承續特質，葉月瑜曾接受訪問近幾年台灣電影的特色轉變，提到具

有新電影形式的電影為《流浪神狗人》， 故此，筆者認為將《流浪神狗人》做為

討論後－新電影中鄉土性的濫觴是極具必要的。而與陳芯宜長期合寫劇本的樓一

安在 2009 年推出電影《一席之地》同樣也以多條敘述主線、民俗文化作為元素

呈現鄉土性的台灣電影，兩者並列於後－新電影的鄉土性討論時，更可以凸顯鄉

土性電影在台灣電影發展新脈絡中的特殊性。即是鄉土性也可以納入生命價值觀

的討論，前者以流浪作為主題，透過民俗文化以及地方的虛擬或模糊，一再的辯

證生命價值的意義；後者則是更明顯的聚焦在片名「一席之地」上辯證抽象的成 
就、地位、他人的認同，更是落實實際生活的土地、住所與安身之地。 
 
  特別的是，看似固著的土地或地方，屹立不搖的民俗文化卻通過影像的處理，

兼具川流不息的流動性。龔卓軍曾整理從黃明川到陳芯宜之間的師徒關係進行影

像承接的處理，他引用班雅明《說故事的人》去討論「去頭風景，感應影像」的

電影特色：「現代人已無『經驗』可言，只有『震驚』（shock）的『體』驗，只

有身體卻沒有頭，返鄉後只有去了頭以後的沉默、空虛。不像古代的返鄉或鄉內

達人，以其完整的經驗，自然成為向鄉民描述其經驗的『說故事的人』」。 因此，

我們觀看陳芯宜與樓一安的作品時，即可感受到他們對生命辯證的態度，與透過

民俗文化符碼去支撐那個回不去的鄉土意象。筆者認為龔卓軍透過哲學討論返鄉

的不可能時，提供了與本章進行對話的空間，從國家文化政策與新電影到後－新



電影的世代交替的過程中，讓鄉土成為文化生產的重要元素，不僅透過鄉土使台

灣電影可以進行承繼與斷裂的討論空間，更因為符碼的虛擬性造成影像流動的契

機，使得民俗、地方、鄉土之間互相流動與交替。 
 
  本章企圖勾勒的民俗、地方、鄉土進入全球文化的台灣電影生產下，討論《流

浪神狗人》到《一席之地》如何在台灣電影生產的商業片與藝術片中間取得平衡，

並且通過民俗文化營造出的地方感，改變了台灣電影脈絡中的都會形象。通過民

俗文化在影像中的流動性，營造出電影敘事所要展現的多重意涵，並且民俗文化

一再的與自然地景或傳統建築結合時，地方感的形構造就了鄉土性的生產。而鄉

土性的台灣－後新電影的發展脈絡，即可由此出發，開啟台灣電影歷史上嶄新的

一頁，更是希望透過對於民俗文化與地方感的討論，進行一條別於以往觀看本土

電影的模式。 
 
  首先，從民俗文化的影像觀看兩部影片，透過民俗所具有的文化集體性與情

感，闡明電影文本中一再展演身心兩面的價值觀塑造《流浪神狗人》的標語寫著

「每一個生病的背後都有一個被困住的靈魂」，透過民俗的宗教神聖性，化解了

生病的身體與靈魂的窘迫，通過每個人相遇的過程，民俗充滿這些人生命的交錯

點，並且帶領他們找到生命／靈魂的救贖。若民俗對於《流浪神狗人》為精神的

救贖，而我們在《一席之地》看見民俗作為林師傅精神層面上的歸屬。林師傅久

站著凝視著自己親手做好的寶塔黯然的離去。若民俗符碼暗示著林師傅的家園、

歸屬與心中的核心價值，黑影身在鏡框卻沒有形象的拍攝過程，則是展示著價值

核心的徹底瓦解，更凸顯了民俗文化作為內在價值核心的展現。 
 
  其次，兩部電影通過民俗文化與非都市空間，營造出地方性的感覺結構，改

變了新電影時期都市電影描繪荒涼的人心。將《流浪神狗人》分成都市與地方（非

都市）去討論，更可以從都市與自然承接，《一席之地》中極為類似的民俗空間

與非都市營造出的自然地方感的形構。除此之外，當我們以都市與自然（地方感）

交疊討論兩部電影空間中的虛幻，對於段義孚而言：「如果我們認為空間是允許

移動的所在，那麼地方就是暫停；每個移動中的暫停，都使區位得以轉變成為地

方」。從兩部電影的影像運作當中，結合上節所討論民俗文化對於影像的意義，

更可以觀察民俗與地方交織的狀態下，都市消失成非都市的存在，進一步來說地

方感流動的地方性要如何轉化城市的具體存在。 
   
最後，從台灣後－新電影的發展特色即可觀察到，導演企圖營造的電影氛圍更著

重在於民俗文化所具有的在地性與召喚觀眾所熟悉的集體情感。如在兩部電影皆

是通過具有草根性濃厚的民俗文化或市井小民，展現台灣多種面貌的普遍特質。

並且對於死亡的討論也不再隱晦難解，影像通過民俗文化的大量運用，將信仰、

價值等抽象的概念，在台北這個充滿高樓大廈的都市，明白質樸的展演出來。更



是通過民俗文化的討論視角，改變了台北的真假形象，營造出不屬於台北氛圍的

地方感。本章討論《流浪神狗人》到《一席之地》在後－新電影最大的意義是藉

由鄉土性的生產，不但將價值觀納入討論，更是找到屬於 2008 年以後都市電影

的救贖出口。當我們透過地方性與民俗文化做為探討台灣後－新電影的路徑時，

透過影像的處理以及電影敘述的流動過程中，電影一再指涉民俗文化做為一種信

仰價值的追尋或者透過民俗文化展現地方性的特色時，原本僵化的鄉土之根即會

生產出一股流動的文化空間。所謂的鄉土的「路徑」，主要的是討論在都會型的

電影當中，如何通過民俗文化與地方感的營造，改變了都市原本的面貌，當中最

重要的是，電影生產的過程透過鄉土性的營造，開啟了台灣後－新電影鄉土性的

脈絡，觀望 2008 年至今，台灣電影開始主打賀歲片的形式，大肆的將地方性與

民俗文化無限量的賣弄下，或許與台灣文化政策的推行或者台灣人觀看電影的品

味有所協商，不過在某種程度而言，卻也是台灣電影必須如此進行的過程。全球

文化的大量反撲，造成地方流失，每個國家急於在國際間展現自我文化的同時，

電影作為一種大眾文化的生產商品，亦必須跟隨著全球文化的潮流前進，或許台

灣後－新電影的鄉土性，可以為台灣在亞洲地區的電影產業，進行一次嶄新的旅

程。 
 
  第三章〈記憶鄉土的另一條途徑－從《生命無限公司》到《父後七日》的民

俗展演〉以記憶作為鄉土性的方法，進行《生命無限公司》（2009）與《父後七

日》（2010）中民俗文化與地方性的討論。前者以台灣民間信仰的仙姑，後者以

台灣喪葬文化中的展演過程作為電影發展的主線。兩者以「記憶」作為通往鄉土

的管道，民俗文化轉化成一種電影的符碼，進一步的將民俗文化與台灣電影呈現

的鄉土經驗透過記憶中的地方，營造出地方感的召喚能力與對某種鄉愁的建立。

並且，此種地方感的形塑透過電影的影像處理，生產出懷舊的氛圍。Hirsch 認為

「懷舊的本質是一種建構在對於過去時代懷念的情緒狀態，並且就由過去的符號

與象徵物，企圖再創在與重視過去所擁有的一切」 ，若說電影身為大眾文化的

一部分，站在商業的立場上，懷舊變成文化產業中最重要的商品之一，因為懷舊

的出現，即可透過大眾熟悉的符碼與象徵物，再現某種集體記憶的情感。並且，

電影中的符碼與象徵物本質向更趨於布希亞談論的「所有參考物的液化」

（liquidation of all referentials），以真實的符號再現替代真實本身，因為，「類像

物乃是以失落了或者根本就不存在的原版的精緻複製，它威脅『真』與『假』，『真

實』與『想像』、『符旨』之間的差別，以及區別的能力」。 也就是說懷舊的功能

模糊真實與虛假邊界的記憶點，同時也使得鄉土／家鄉的具體意象，轉化成抽象

的概念。 

 
  而對於鄉愁與懷舊兩者在台灣後－新電影的大量使用的功能性，其實貼近葉

月瑜等人提出「新在地化」（neo-localisation）。各國進入全球文化生產的環節中，

台灣不可避免文化趨向同質性的焦慮，若要途選台灣自我特色的文化價值，從電



影的生產脈絡觀之，後－新電影之所以使用懷舊的民俗元素，同時也是翻轉了全

球文化的同質性的問題。最後，本章從懷舊的角度出發，企圖透過從巴赫汀嘉年

華會式的特質觀看民俗的展演，標示出後－新電影與新電影對於鄉愁的差異，此

處所謂的美學標準，放入台灣後－新電影的生產內容中，即可發現民俗展演帶有

很大成分的娛樂性質，而民俗與懷舊同屬於某種生產模式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潛

移默化了鄉愁所引發的「愁」字，除卻愁苦與愁悶之意。本章的討論目的，希望

從《生命無限公司》與《父後七日》通過「記憶」探討的方法，延伸出電影與文

化創意產業之間生產的協商關係。重要的是，記憶在此處對於文本或台灣文化場

域的發展，皆是與鄉愁或懷舊之密不可分。尤其是鄉愁本身在台灣電影脈絡中即

具有一席之地的討論，本章更執意透過新電影與後－新電影交互探討下，尋找鄉

愁意涵的轉變與時代變遷的關係。首先，探討民俗文化透過地方感的形塑召喚出

鄉土性，使得鄉土的出現與民俗文化具有相互指涉的文本內涵。 
 
  其次，筆者以為記憶既然為兩部電影重要的主題，它連結起民俗與鄉土之間

的途徑，在此記憶的重要性在於它轉化成地方上的感覺結構，使得三者轉變成抽

象的概念。也就是說，從《生命無限公司》到《父後七日》展演的民俗文化，皆

是以詼諧的方式，轉化了民俗文化既有的儀式意涵。前者將仙姑作法趕鬼的道教

儀式，變成小孩慶祝創立了「生命無限分公司」的跳舞儀式，畫面以慢動作處理

滿天飛舞的符咒，一群小孩子拿著竹子揮來揮去，奔跑在阿嬤的庭院中，神桌上

所放置的祭品，變成鈴鼓、直笛、顏色紙與養樂多。使得台灣民俗文化的面貌轉

變成充滿童趣的兒童回憶，並且通過轉變的過程，移置了民俗文化與鄉土圖像攜

帶的意義，即民俗文化就是家鄉的經驗，隨著小孩們演繹的過程中，它突破了定

著於地方的概念，延伸為超越邊界的歸屬感，通過民俗的活動過程，攜帶了情感

投射於鄉土的懷抱，當一個地方的概念能夠隨著流動的影像隨意改變自己原本的

形象，也說明歸屬感的根植在兩部電影已不再是一個定著的狀態。有趣的是，《父

後七日》片頭即出現阿義在神桌前扭動的身軀，它結合了民俗文化儀式中的身體

展演與娛樂性質濃厚的舞蹈表現，使得原本看似沉重的赴喪變成一連串的奇幻旅

程。兩者將民俗文化的論述，改變原有的社會效果，透過民俗座落的地點生產出

人們對於鄉土的意涵。進而將大眾日常生活所接觸到的儀式、宗教、文化記憶變

成形構鄉土的象徵符碼。從大眾文化的角度觀察，筆者以為，兩部片的民俗文化

透過電影敘述轉化成類像物（Simulacrum），翻轉台灣的民俗文化在電影的脈絡

中，已不是具體的形象，而是電影透過民俗符碼的展現過程中，帶出鄉土的地方

感知經驗，真實與虛幻之間不斷的隨著電影時間的變動，最後形成抽象的流動感。

從另一個角度切入，電影所展演出的鄉土亦不真正存在於當今的台灣社會中，伴

隨著民俗符碼流動的顯影，通過影像使得兩者可以流通產生互文性。因此，當民

俗文化出現的同時，鄉土也必然顯現。 
 
  最後以「縫合」（sutture）的概念處理台灣文化創意產業政策與電影之間的



協商關係，當在地文化進入全球文化的脈絡中，影像的呈現造成一種對於民俗文

化的撕裂。但因記憶作為民俗文化與鄉土間的橋梁，對於「新在地化」面對好萊

塢的強力攻勢，生產出屬於東亞電影特有的地理環境與人文特色，這也使台灣後

－新電影中鄉土性的建構獲得縫合的契機。電影文本展現出的鄉愁情緒，卻透過

巴赫汀「狂歡」的概念，使台灣新電影以來對於鄉土的失落感，到了「後－新電

影」的鄉土論述中，轉向一種拾回鄉土的懷舊意象，在地性生產如何透過民俗文

化的展現／再現，生產出台灣後－新電影的「鄉土性」。筆者認為台灣電影中出

現的民俗文化符碼，與在地感的結合，卻是正面解構了全球化的文化同質性。在

地文化作為具體影像的活動，形成此文化內部蘊含且複雜的權力結構。尤其當以

民俗形象轉化成電影符碼以及敘事時，它鬆動了民俗作為傳統的既定印象，使得

「舊」民俗到「新」鄉土的議題，也同時更進一步瓦解了全球文化的同質性對於

台灣電影的壟斷。此外，我們更可以清楚的觀察台灣後－新電影中鄉愁的轉變，

不同於新電影時期的鄉愁帶有濃厚的悲傷情懷與沉重的歷史感，後－新電影中的

鄉愁則以懷舊的商業元素建立起自己的鄉愁風格。一方面它不會丟棄懷舊所造成

的集體情感的意義，另方面卻也在電影產業的商業機制中，發展出台灣文化場域

的共同性格，這種曖昧的鄉愁延續，標誌出後－新電影揮別過去的電影語彙和歷

史包袱。故此，《生命無限公司》與《父後七日》撼動了新電影寫實主義所描繪

的鄉土傳統，開啟了大眾對於現今鄉土的想像空間。借由民俗文化的展演過程，

通過「嘉年華會」那種異質的、矛盾的修飾以及民俗符碼混雜拼貼的美學形式，

使得鄉土的寫實疆界衝破原有的悲情回憶，塑造出令人歡娛的鄉土世界，也使得

觀眾與電影傳達出的影像親密的結合起來。因此，民俗縫合了記憶與鄉土，另方

面記憶也縫合的民俗文化與鄉土之間的互文性。從此觀點而知，若台灣「後－新

電影」將民俗文化作為記憶鄉土的途徑，使固著於地方的鄉土開始擁有積極的流

動路徑，同時也解放了全球文化同質性的可能。 
 
  第四章〈鄉土變奏曲－論《電哪吒》、《陣頭》、《龍飛鳳舞》生產的民俗再現

與文化認同的流動性〉所探討的議題環繞於台灣「後－電影」中的「民俗文化」

與「鄉土」之間生產鄉土性與國家文化政策協商的關係。透過電影《電哪吒》

（2011） 、《陣頭》（2012） 、《龍飛鳳舞》（2012） 以民俗文化與地方性的創

新作為電影敘述主題，討論民俗文化與台灣電影中呈現鄉土性流動的關係，以及

鄉土性如何與台灣文化論述中的認同生產跨界的可能。第一節，以前言交代台灣

文化創意產業政策的脈絡發展，從中提出地方性與民俗文化之所以在電影發展的

重要性。第二節，電影中的音樂與影像作為討論民俗在現代社會中，如何透過大

眾文化的需求或是集體的時代記憶，轉變本來的面貌，而地方民俗所營造的地方

感，與鄉土論述的關係有何連結性。第三節，從文化創意產業政策的脈絡觀之，

當鄉土變成討論的議題時，透過電影中父子衝突／傳統創新的敘事，轉向文本互

文性的討論，探討台灣「後－新電影」生產的鄉土性與文化政策的關係。第四節，

電影作為一個時代的具體表現，電影中所生產出來的鄉土再現，仿若自然而不可



避免得透過非語言的方式建構出鄉土的形象。在本土論述的推波助瀾之下，以台

語作為電影的基本語言、民間社會展現的民俗特質和強烈的父權社會再現，影像

中的鄉土形象，在電影固定的拍攝模式下，轉變成台灣的本土電影。第五節，當

「後－新電影」作為文化產業進入在全球文化的脈絡，兩者重層堆積的影像處理，

改變新電影以降對於台灣鄉土的論述脈絡，轉過身觀照自己日常生活的土地，思

考如何在多元文化中發展的鄉土性與台灣電影文化跨界的可能。 
 
  首先，第三章已經提到 2009 年「創意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方案行動計

畫」的發展重心，主要落實在地方美學與傳統文化的發展與創新。並且，政策上

將電影產業的執行方式擺放在國片華語市場行銷與推廣，使電影業者拍攝出華語

市場叫好又叫座的電影作品。 也就是說，台灣電影的發展若必須通過政府輔導

金的審核，在地方美學、傳統文化、叫好叫座間必須體現於電影內容與主旨。故

此，本章以地方性、民俗文化之中呈現的鄉土性影音或內容做為討論基礎，探討

電影與文化政策或是電影傳達出台灣認同的議題。透過《電哪吒》、《陣頭》、《龍

飛鳳舞》的電影文本，探討台灣本土電影的內容發展與國家政策的關係，並且從

中深入觀察台灣電影的內容與大眾接受的反應，如何生產出支持國片與台灣認同

雙重作用的意義。以台灣文化政策與電影發展脈絡的關係，討論電影中的音樂與

影像如何透過民俗在現代社會中，在大眾文化對商業片的需求，轉變民俗文化作

為傳統的面貌，在民俗文化影像與流行音樂的結合營造出地方感與大眾集體的時

代感經驗，營造出鄉土論述關係的連結性。本文在此，著重討論的部分在於，電

影中的音樂聲如何成為民俗文化再現過程的主旋律。此過程藉由陣頭文化的影像

組織電音與搖滾樂，形成民俗文化轉變樣貌的再現意義。此外，從民俗文化與地

方性的展演之中，藉由流行歌曲的時代進程，喚起觀眾對於民俗、地方、大眾的

集體記憶。《陣頭》的搖滾樂，以不是表達現代性與戰後文化認同的意涵，而是

藉著搖滾樂與陣頭表演的再生產，將民俗的影像與流行文化接軌，將陣頭文化轉

向「青春、熱血」的標記。台灣導演很明確的操作電影與大眾喜好的關係，陣頭

文化或歌仔戲文化所展現的音樂性與表演性非常適合做為商業電影，對於票房具

有吸引力。，因此，《電哪吒》、《陣頭》、《龍飛鳳舞》將電音文化與搖滾樂作為

影片的論述音樂，不但可吸引觀眾的目光，又陣頭文化或歌仔戲文化的展演作為

地方節慶與傳統技藝的特色。在此，我們再從文化創意產業政策的脈絡觀之，兩

者不僅是再現電影以民俗作為台灣文化的標誌，更強調地方感的形塑，隱含著某

種對於鄉土與民俗互為表裡的想像。而台灣電影在生產上，基本是依附在政府文

化創意產業提供的資源底下進行，因此導演或編劇的拍攝內容，在某種程度上必

定會與國家文化的定位做出一定的協商活動。 
 
  其次，從文化創意產業政策的脈絡觀之，當鄉土變成討論的議題時，透過電

影中父子衝突的敘事或者世代衝突的電影劇情，轉向文本互文性的討論，探討台

灣「後－新電影」生產鄉土性與文化政策的關係。《電哪吒》、《陣頭》、《龍飛鳳



舞》的電影敘述皆由民俗文化的創新過程講述世代衝突的主題，前兩部電影文本

主要著眼於父子隔閡，是因為電影故事的原形即是〈哪吒鬥李靖〉，在台灣的哪

吒形象主要源自於《封神演義》，其中將哪吒、李靖父子塑造成冤家對頭，而哪

吒的形象在於勇於反抗傳統、打擊邪魔，肯拼肯衝的少年英雄，使它成為民眾所

景仰依賴的神祇。 環繞於在電影的場景中，衝突點的場景調度，使得民俗所座

落的空間為主角的鄉土回歸場所。而在《龍飛鳳舞》則是母子衝突，但特別之處

在於，身為兒子的阿義卻因為妹妹春梅的腳傷，決定回到歌劇團幫忙，扭轉了觀

眾對於傳統不能變更的想像，更是在影片最後，春梅掌管了歌舞團進而創新改造

的影像震撼，使得衝突瓦解，帶來歌仔戲全新的風貌。如同蕭阿勤說過：「集體

經驗的特定敘述模式中，集體記憶即是透過敘事化而將人們對過去的理解模式化、

結構化的過程與結果」。 也就是集體記憶會塑造出觀眾觀看電影的過程，透過影

像的反覆處理的文化符碼，造就電影與觀眾雙向的感受，凝結成相互指涉的感之

結構，他關係著我們是誰？我們的文化是什麼？諸類與傳統或當代的文化議題，

反觀兩部電影的父子衝突敘述，即可產生鄉土再現的影像感知。 
   
  而在《龍飛鳳舞》中更是擴大到改造傳統召喚大眾庶民記憶與鄉土性的認同。

此互文性的展現，本文即透過梅茲（Metz）討論移置性敘事插入鏡頭（displaced 
diegetic sound），他認為「所插入的鏡頭在時間和空間上，相對於其所插入的一

系列鏡頭有移置性的作用」。透過移置性敘事插入鏡頭在三部電影中的運用，即

可提供一個觀看父子衝突或改造傳統的電影敘述對於鄉土性再現的重要性。當三

部電影同時放進具體鄉土變異的討論，我們看到鄉土性所展演的文化場域流通，

即是台灣民眾所熟悉的地方與場所，從影像到電影敘述的重疊運動下，鄉土性的

特質帶有強烈的民俗文化與地方性的建構。也就是筆者一直強調鄉土性對於台灣

具有文化上集體歸屬與認同，以面對的、情感的並且擁有共同文化價值的生活秩

序進行某種程度的生產功能，亦須改變傳統文化對於我們的影像，透過發明或改

造的過程，重新注入鄉土原本的意涵。透過電影文本的分析，使我們清楚得看到

鄉土性對於台灣電影在近幾年來的發展重心，也成為台灣電影新時代的關懷方

向。 
 
再者，電影作為一個時代的具體表現，生產出來的鄉土再現，仿若自然而不可避

免得透過語言的方式建構出鄉土的形象。在本土論述的推波助瀾之下，台灣社會

現象即成為在地性的特色，影像中的鄉土形象，在電影固定的拍攝模式下，轉變

成台灣的本土電影，並且在某種程度上與政治發展所形塑的台灣性認同有密切的

關係。最後，當「後－新電影」作為文化產業進入在全球文化的脈絡，兩者重層

堆積的影像處理，改變新電影以降對於台灣民俗文化的運用，思考影像在民俗文

化生產出的鄉土性。作為意識形態的鄉土，在《電哪吒》、《陣頭》、《龍飛鳳舞》

中，筆者以為主要是以影像所展現的「地方感」生產出電影論述的鄉土意識。第

一部所著重的鄉土比較貼近家的概念，第二部生產出的鄉土具體建構從家延伸到



地方感的鄉土形象，第三部則是將鄉土的形象生產出鄉土性。藉由三部片並置討

論的過程，電影敘述的影像或許可以與上述的概念生產出鄉土意識。通過地點（廟

宇建築）、記憶（對家庭的嚮往），它將過去想像成家，作為現實世界的反面，而

這種想像就是通過有選擇的記憶、發明和遺忘過去的情景來實現的。故此，《電

哪吒》的影像與音樂反複再現廟宇、陣頭、音樂聯結了觀眾對於民俗元素的認知，

使得民俗轉化成一種懷舊，更變成「家」的象徵。 
 
  從另個層面討論，有關父子衝突的倫理塑造到民俗作為論述鄉土的變異過程

中，即是從「以家鄉、同類、共同體所迴繞出的概念疆界，具有強烈的凝聚力，

也有自然發生的排他性。以家鄉、本土、鄉土的熟悉社群所建立的共識，也就是

「倫理意識形態的起點」。從劉紀蕙這段話，提供我們反省鄉土性再現的生產意

識，《電哪吒》、《陣頭》、《龍飛鳳舞》所要展現的鄉土性，其實具有強烈的排他

性。從電影所展現的陣頭文化或歌仔戲文化，台灣文化畫上等號及提供的我們反

思的空間。台灣以多元文化著稱的社會情境中，反而框架住自身文化發展的可能

性。再者，電影語言幾乎以台語作為出發點，它再再指涉台灣人應該說台語，這

才可以體現出台灣文化與台灣的鄉土形象。如《電哪吒》文案以「台灣首部很趴

的電影嗨作」、《陣頭》標榜「尬出台灣陣頭文化新生命」與《龍飛鳳舞》所強調

的「最道地的草根文化，最感人的在地精神」等運用指涉性的關鍵詞作為電影的

宣傳中新。並且，從台灣文化作為倫理建構的再現，是延續著濃厚的父權體制下

所進行的。但是，觀眾卻接受這樣的論述觀點，展現在《陣頭》以 3.17 億票房，

奪下 2012 年上半年國片票房冠軍。 反觀之，台灣觀眾支持以民俗文化為敘述的

國片，同時映證巴斯卡的觀點，把敘事看作是一時代之內生命世界的具體表現，

也就是把敘事看作是對於文化生活形態、生活過程、意識形態、以及價值觀的具

體化。 筆者以為，透過《電哪吒》、《陣頭》父子衝突的電影敘述以及《龍飛鳳

舞》改造傳統影像的過程，將民俗轉化成對於鄉土的一種象徵性符碼（symbolic 
code） ，勾勒出文化的相異性，透過寺廟、陣頭文化、台語的使用、父子倫理

關係在電影中的使用，使得這個鄉土的形象被陳述出來僵化了新電影時期對於鄉

土想像的樣貌，這三部電影，將鄉土的形象趨近單一的過程，也就是台灣「後－

新電影」發展鄉土性的弊病。此種鄉土性的再現過程，與本土論述所帶來的巨大

影響有著密切的關係，也就是說，電影做為大眾文化，必須在票房上與大眾認知

謀合，尤其台灣人民多以台語(福佬話)作為生活母語的使用，電影使用台語的過

程中，再現「台灣主要族群福佬人的台灣認同」。 另方面，在台語運用於電影的

歷史脈絡中，我們即可將目光拉到台灣 1955 年到 1981 年所生產的台語片時代，

尤其是在九０年代後對於台語片挖掘與重建工作，其目的皆是「試圖重建台灣電

影史，更在於廣泛地深入認識台灣本土文化的發展」。 但有趣的是，廖金鳳認為

台語片具有相當程度的本土文化的意涵，並且在使用台語作為電影的傳遞媒介，

顯然提供的是一種特定的族群認同。也就是說，台語的使用在台灣電影史的脈絡

過程，標示著文化特殊性的建立，並且在某種程度上塑造集體認同感的文化符碼。



當我們使用台語的過程，也是不斷地自我指涉，我是台灣人，台灣人使用台語的

深層意識，是經過歷史堆疊的移情作用。 
 
  在全球化與在地化的矛盾特質中，台灣 2008 年後的電影場域占有明顯的論

述，它們解強調電影帶來的在地情感與本土趣味的主題，一方面使台灣傳統民間

的形象，透過詼諧、逗趣的語言以及俗艷的台客風格，建立起台灣本土的差異，

並且企圖營造一種屬於台灣文化的在地情感；另方面又加強大眾文化流通於全球

之間的共同性。蔣勳從大眾文化的角度反省鄉土，認為「文化的鄉土運動，基本

上是對本位文化的再體認與肯定，但是它也可能與狹隘封閉的、懷舊感傷的挖掘

民俗活動混淆不清」。 因此，筆者以為《電哪吒》與《陣頭》皆以陣頭文化作為

台灣民俗展現本土文化的力量時，它使觀眾陷入一種民俗文化的支持與愛台灣兩

者混淆不清的集體認同感，「日常生活語言與觀念的運用通常使人們產生某種虛

幻的感覺，認為社會事實是明白而可知的」。其次，當民俗文化不斷進入守舊與

創新的議題時，它使得民俗的形象逐漸轉化成對於自己鄉土認同的集體意識，並

且，我們並不會認為民俗文化與流行音樂生產出來的新民俗有甚麼詭異之處，進

一步認同，只要影像展現民俗的元素，即是台灣的傳統文化，更進一步再把台灣

的傳統文化與台灣的鄉土連結起來。另一方面，《龍飛鳳舞》雖然也有上述的認

同機制，但是在影像與音樂的處理上，卻生產出新的民俗文化與地方性轉向的契

機。在台灣政府的推動下，台灣電影的發展，似乎也順著這個政策的宗旨進行。

不過這也造就，目前台灣電影的拍攝侷限的處境，為得要符合政策亟欲使文化創

意產業和傳統產業結合推出國際的方向，因此停留在台灣民俗文化作為電影的元

素。《電哪吒》、《陣頭》、《龍飛鳳舞》的電影敘述一方面再現的台灣的文化政策，

另一方面又要從大眾文化得到認同，使得民俗變成鄉土意識，又將鄉土意識形成

台灣的自我文化想像。在重層堆積的影像處理中，建構出民俗文化的再現與回歸

鄉土在全球文化中流動。從電影角色的個體互動，不斷地創造文化，並且同時「透

過符號系統發現自我認同與社會認同」。 在 2008 年後台灣電影所要建構的鄉土

認同，不再是新電影透過台灣鄉土經驗與過去人民記憶，強調台灣不是想像中的

中國，更不是 1990 年代的台灣電影透過對於台北的後現代都市空間的呈現台灣

已不是想像的台灣。 而是，發展成台灣在全球文化下，轉過身觀照自己日常生

活的土地。 

 
三．結論 
  本文以 2008 年至 2012 年之間，台灣「後－新電影」中以民俗文化作為電影

敘事主軸的文本。而民俗文化的重要性在於，當轉變成電影符碼後，經由影音的

處理，將大量的鄉村符號代入電影的敘事中，使得電影生產出鄉土論述。其中，

本文將以電影文本為主，文化創意產業等政策為輔，討論電影的生產內容與文化

政策擬定的方向具有謀合的關係。此外，既然「後－新電影」與新電影的文化建

構上，有著繼承與斷裂的關係，故此，本文探討前者生產的鄉土論述之餘，亦參



考後者談論鄉土的方式。假若新電影呈現的鄉土，是對過去成長經驗與歷史記憶

中的集體記憶，而「後－新電影」則是以當下的社會環境呈現出鄉土的面貌，因

此沉重的歷史感並不會展現於後者的鄉土性生產，反倒是偏向「懷舊」的情感。 
 
  而文化創意產業政策的擬定目標，提供了另種觀看「後－新電影」生產的軌

跡。鑑於該政策強調落實地方與傳統文化產業的活動，以及政府透過各縣市協助

拍攝的情形下，縱觀「後－新電影」的影像，大量出現象徵性的地方符號，使得

地方成為影像傳達地方感最重要的關鍵。而且，由於文化創意產業著重拓展傳統

文化產業，因此從 2008 年至今有關傳統文化的電影敘事，越發偏重以傳統文化

作為電影內容的生產模式。一方面這些電影展現出本土性的議題，另方面卻也將

電影發展的走向侷限於類型電影的生產。但也因為如此，鄉土性才會如此濃厚的

出現於本文所要討論的電影文本內。 
 
  當我們討論《流浪神狗人》與《一席之地》的民俗文化與地方性時，可以看

到電影影像開始走向文化創意產業的主旨，也就是地方美學與傳統文藝的發展動

向，並且改變了後－新電影與新電影的都市電影，雖然在電影敘事上還是探討都

市的光怪陸離作為主軸，但因為民俗文化所產生的地方性，將台北形象模糊化，

進一步藉由鄉土性也改變了內在救贖管道的方向。其次，以鄉土性所攜帶而來的

記憶作為討論從《生命無限公司》到《父後七日》中的民俗文化與地方性，即可

以通過記憶召喚的大眾集體情感，並且又緊密的貼合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的政策進

行協商與縫合，使得鄉土性通過記憶作為方法交織在民俗文化與地方性之間。最

後，本文以《電哪吒》、《陣頭》和《龍飛鳳舞》討論台灣民俗文化再現的意義，

通過民俗文化具有的台灣性結合從新電影到後－新電影脈絡中所討論的搖滾樂，

觀察到電影音樂使用的轉換，不但凝聚台灣電影近幾年來的民俗文化趨勢，更是

透過民俗文化與地方性再現台灣認同的影像活動，但也因為如此使得台灣電影的

發展越發僵化。筆者觀察台灣電影從 2013 年開始，上映電影如《阿嬤的夢中情

人》、《大尾鱸曼》、《鬥陣ㄟ》與最近入圍第五十屆金馬獎的《總鋪師》等，皆是

透過草根性的電影元素搭配台灣特有文化進行展演的作品，不但著重於地方性、

民俗文化，並基本上以台語作為主要的語言。若說鄉土性是在陳述一個流動的生

產概念，那麼台灣後－新電影需要開展的空間在於李亞梅所言：「從《海角七號》

以來，《雞排英雄》、《艋舺》、《陣頭》到《總鋪師》，這種本土類型的電影確實賣

座，可是我們不能只有這種類型的電影。同樣地，台灣的商業電影好像有點起色，

可是藝術電影也不能偏廢，我們還是要鼓勵這方面有才華的人去拍攝，這種電影

在市場上固然非常辛苦，但是不可以只拍商業電影，而沒有全面去探照台灣社會

文化的發展，所以在政府的補助政策上，我覺得兩者都要兼顧」。 
 
  台灣電影著重於地方性的開發，與全球文化的進程有著很大的關係。當前的

電影產業走向，積極開發亞洲電影市場的人口，因此亞洲電影的生產逐步貼向跨



國合資，以及強調亞洲特色的電影內容。台灣電影若要與亞洲電影區分，觀之目

前電影的走向，大抵以民俗文化作為區別的方式。並且電影的語言，走向以台語

為潮流的定位，從《新台灣電影：台語電影文化的演變與創新》一書中，即可發

現，以台語為電影主要的語言發聲，在某種程度傳達出台灣性、草根味與本土性

的特質。 這也將台灣電影與亞洲電影區隔文化的差異。同樣以台語發音的新電

影作品，在美學形式上偏重藝術類型，但反觀「後－新電影」卻以商業電影為主

要開拓華語市場的生產模式。在全球文化脈絡的發展下，這不僅將電影與商業進

行協商的動作，也透過民俗文化的特質縫合地方的特色。進行協商和縫合的過程

中，台灣「後－新電影」展現的鄉土性，逐步進入全球文化的發展，雖說電影可

以生產自身文化，強調地方文化的重要以對抗全球文化的同質性，但筆者對於台

灣近幾年生產出趨近單一化的電影內容，能為台灣電影帶來新氣息而言，保持著

遲疑的態度，也如同李亞梅觀察所言，如何在藝術片與商業片兼具的情況下，開

展台灣後－新電影鄉土性的可能。 


